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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 对全人类的健康、生命安全及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地球进入“人类世”以来,人类活动成为地球系统演变的最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
全球性的重大人类传染病疫情频率不断增加, 其中70%以上为人畜共患病. 回顾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若干重大疫情,
会发现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 即生态环境变化对疫情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因此, 生态环境对当前

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就成为亟待回答的科学问题. 文章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 系统梳理并提出了新

冠病毒环境传播与风险防范的若干重大问题. 主要包括从宏观的时间和空间尺度看待和理解生态环境破坏及全

球变化对传染病暴发的影响、人畜共患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病毒在环境介质中扩散、迁移和变异规律, 病毒

从动物和环境介质向人传播的机理机制以及重大疫情的环境安全与次生风险防控等. 在此基础上, 对未来的重点

研究方向及需要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以期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借鉴, 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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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

病大流行. 事实上, 人类社会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直饱受传染病的困扰, 人类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人

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 人类历史上重大传染病的发

生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回顾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历次传染病大流行, 我们会发

现生态环境对传染病大流行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Jones等, 2008; Waits等, 2018; 吴丰昌, 2020). 事实上,
人类的安全和健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繁荣兴盛、自

然和谐的生态系统(Whitmee等, 2015). 在“非典”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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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 有关学者就提出了要关注生态环境安全的问

题(宋新伟等, 2004), 然而在人类应对传染病大流行过

程中, 这一重要因素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 病毒也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 作

为自然界一种特殊的生命体参与地球物质、能量和各

种生态过程(Hochella等, 2019), 其产生、存活、传

播、扩散、消亡等过程必然遵循地球生态系统的客观

规律. 理论上, 在一个健康、平衡的自然生态系统中,
包括病毒、微生物、植物、动物以及人类在内的各种

生命体都能够和平共处. 然而, 当自然生态系统遭到干

扰甚至破坏时, 这种和平共处和平衡的局面也同时被

打破. 生态环境风险大大增加, 进而导致人类感染传

染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病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从这个意

义来讲, 研究病毒的产生、传播、扩散本身就是生态

环境安全建设的应有之义(焦念志等, 2021; Wang等,
2022).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及未来可能发生的其他重大疫

情,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生态环境在完善国家公共卫生

应急体系中的作用, 认真思考生态环境对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发展过程的影响(Priyadarsini等, 2020), 从而对

新冠病毒产生、变异、环境传播等有更深入的认识,
增强风险防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基于人与自然一体

化健康的理念, 我们以生态环境与人类传染病疫情相

互作用关系为主线, 梳理了疫情发生发展过程中各个

阶段(包括病毒的产生、传播扩散、疫情处置、次生

风险等)的关键节点(图1). 在此基础上, 从环境归因、

环境溯源、环境传播和环境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四个需

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分别在下文进行讨论.

2 需要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

2.1 生态环境破坏是否与人类传染病暴发存在关
联?

最近的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表明, 地球进入了一个

由人类主导的地质时代, 即人类世(Anthropocene), 人

类世的确立标志着人类和地球的关系发生根本改变,
人类活动成为全球变化唯一的最主要驱动力(Lewis和
Maslin, 2015). 人类活动排放了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

大量温室气体, 导致全球变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IPCC, 2013), 自

1850年以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增加了0.76℃, 预计到

21世纪末, 全球增温幅度将高达1.1~6.4℃. 人类活动

还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严重影响(Liski
等, 2003), 引发了气候异常、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

系统功能退化、物种灭绝等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生态

环境危机(Butchart等, 2010). 全球气候变化改变了病

毒自然宿主或中间宿主栖息地的格局和范围, 促进了

新发传染病的传播, 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包括

图 1 人类传染病疫情发生过程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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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重大疫情等(McMichael等, 2006; Jones等,
2008).

人类传染病病原体主要来源于自然. 随着人类活

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加剧, 如生态退化、环

境污染、气候变化等, 病毒等微生物在生态环境变化

胁迫下, 会突破种间屏障, 寻找新的宿主动物和/或媒

介生物, 发生变异进而出现新病原体的概率大大增加,
为人类传染病疫情暴发埋下伏笔. 回顾人类历史上发

生的历次严重疫情, 会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 即与生

态环境破坏存在某种必然联系(Waits等, 2018; Priya-
darsini等, 2020).

当前, 人类新发传染病的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 且
多为自然疫源性疾病, 这其中新出现/新发现的病毒不

容忽视. 当前, 每年有3种及以上的能够影响人类健康

的新病毒种被发现(Woolhouse等, 2012). 新发传染病

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公共卫生的重大负担, 新发传染

病事件随着时间推移显著增加, 且以人畜共患病为主,
其中大部分(71.8%)源自野生动物, 而新发传染病的起

源与生态环境因素显著相关(Jones等, 2008).
生态环境对新发传染病发生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 特别是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 生态环境发

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吴丰昌, 2020). 从宏观尺度上来

看, 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

能产生重要影响, 而这些因素又直接或间接地对传染

病的发生、传播和变化产生影响(Shakil等, 2020; 王

颖等, 2020). 早在2005年, 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将

流感、疟疾、登革热等9种传染病列为公共卫生领域

的气候敏感性疾病, 并提出了集脆弱性评价、早期预

警与检测、控制响应和流行后评估为一体的气候敏感

性疾病早期预警系统框架(WHO, 2005). Liu等(2020)
研究发现, 2017~2018年冬季, 北半球中纬度人口密集

地区的流感大规模暴发与前期秋季快速的天气变化存

在密切关系. 吴晓旭等(2013)研究认为, 气候条件限制

了传染病的地理和季节性分布, 而环境和气象因子则

可能影响了疾病暴发的时间和强度. 事实上, 气候和

气象因素对新冠病毒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Baker等,
2020), 在新冠病毒爆发初期, 由于绝大部分人群普遍

易感, 气候、气象和生态环境因素对新冠病毒传播的

影响有限, 要有效阻止新冠病毒传播, 需要强有力的

人为干预. 随着疫情发展, 在群体免疫水平不断提高

的情况下, 新冠病毒传播的季节性特征逐步显现(Carl-

son等, 2020). Huang等(2020)和Liu等(2021)研究发现,
60%的新冠肺炎患者处在温度介于5~15℃的地区, 新

冠病毒的传染性和致死率在寒冷的季节均更高, 特别

是在高纬度地区, 新冠肺炎的季节性更加明显, 进一

步说明了温度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上述研究成

果对世界各国乃至全球制定更加科学、合理且有针对

性的疫情防控策略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另外, 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变化和土地利用

变化等, 导致病原微生物及其宿主动物栖息地的碎片

化, 迫使病毒宿主栖息地迁移, 导致其群落结构发生

改变. 原本具有自然疾病控制作用的生物学和生态学

屏障消失, 在局部形成“共进化效应”, 加速病原微生

物多样性增加, 进而增加传染病跨物种传播的概率

(Zohdy等, 2019). Gislason(2015)的研究发现, 人类侵

占蝙蝠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森林栖息地是造成埃博拉病

毒传播的重要因素. Jones等(2008)研究了由野生动物

病原体导致新发传染病的全球相对风险空间分布特

征; 其中, 中国部分地区的相对风险较高, 需要引起注

意. 此外, 一些疾病的暴发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分布

特征. 例如, 中国历史疫灾除了长期上升趋势和短周期

锯齿状波动外, 还存在季节差异. 一年之中, 疫灾主要

流行于相对温暖多雨的夏、秋季节. 近2200年来, 中国

累积的疫灾年数呈现出从东南到西北逐步减少的空间

格局, 这与中国自然地理地带的空间格局高度一致(龚
胜生等, 2020).

由此可见, 生态环境对于新发传染病有着重要影

响, 然而传染病发生与生态环境变化的相互作用机制

仍不明晰. 要有效降低新发传染病特别是人畜共患病

的风险, 首先应该从生态环境着手思考问题. “上医治

未病”, 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 研究包括病毒在内的病

原体进化、传播、扩散规律及其关键影响因素, 有助

于提早预判潜在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及其时空规

律, 做到早预警、早预防, 构建防范人类重大疫情的生

态屏障和第一道防火墙, 从而极大降低疫情对人类社

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

2.2 如何有效防范人畜共患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

如上所述, 地球进入人类世, 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

系统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全球变化和地球生态系统结

构与功能的改变,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 人类与野生动物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 进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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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畜共患病的概率也大大增加, 即“人畜共疫外溢”, 我
们也同时进入了一个泛流行病人类世(Lucey等, 2017).

Allen等(2017)研究表明, 大部分新发和再发的传

染病是人畜共患病, 包括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狂犬

病等. 2003年引发“非典”疫情的SARS病毒, 其自然宿

主和中间宿主有大概率是蝙蝠、猴、果子狸等野生动

物, 通过人类捕捉、运输、售卖和食用动物导致传染

到人类(Wang等, 2006). 2012年沙特阿拉伯王国暴发

了中东呼吸综合征, 病原体为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MERS). 2014年在中国广东清远, 一种猪急性腹泻

综合征冠状病毒(SADS)通过引起猪的致命性疾病严

重破坏家畜生产(丁翠玲等, 2020). 需要注意的是,
SARS、MERS以及SADS病毒都属于冠状病毒, 造成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则是另外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 冠状病毒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 可感

染各种家畜、鸟类、野生动物及人类, 可以引起呼吸

道、胃肠道、肝脏、泌尿生殖道、神经系统等的疾病

(Chafekar和Fielding, 2018). 特别是蝙蝠, 被认为是冠

状病毒的重要宿主, 基因组测序研究表明, 蝙蝠体内至

少有30种冠状病毒, 而未经测序的蝙蝠中可能携带的

冠状病毒种类更多(Wong等, 2019).
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 导致野生动

物活动范围与行为的改变, 更容易将病原微生物传播

给家畜甚至人类, 增加传染疾病的暴发性的风险(Kar-
esh等, 2012). Osterholm(2005)研究认为, 1968~2005年
间, 中国人口数量增长近2倍(从7.9亿~13亿), 而在此期

间猪的饲养量则增长近100倍(从520万到5.08亿头). 随
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驯化、饲养和利用动物

的数量、种类和规模大幅增加, 这也大大增加了人类

接触宿主动物的机会, 从而增加了暴发流行病的可能

性(Daszak等, 2000).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丹麦由于养

殖的水貂传染变异新冠病毒, 进而导致养殖场工人被

感染, 就是典型的案例. 事实上, 病毒通过野生动物和

养殖动物感染人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快速的城市化对全球的健康

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需要认真审视流行病与城

市化之间的关系(Tian等, 2018; Gu, 2019). 频频爆发

的全球性传染病表明, 城市已成为流行病的传播中心.
尤为重要的是, 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未完成城市化的健

康转型, 传染病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死亡率和发病率的

首要原因(Alirol等, 2011).

全球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客观上也为“人畜共疫外

溢”创造了便利条件. 城市人口空间紧邻性、居民健康

的异质性、频繁的相互接触以及高度人口流动性等,
导致大城市疾病传播的高风险, 城市成为传染病的孵

化器(Qin等, 2021). 另外, 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 在高

度人工化的城市生态系统中, 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

的种群、结构和功能等特征发生了剧烈变化, 无形中

也增加了城市传染病发生与传播的风险. 例如, 拉美

城市越来越严重的人畜共患病——利什曼病问题就与

城市化密切相关, 在城市中养殖的鸡、猪、狗等动物,
成为利什曼原虫繁殖的温床, 不良的卫生状况和病媒

生态系统的变化, 造成利什曼原虫大量繁殖, 进而通

过各种接触途径感染人类, 导致利什曼病的传播(Mar-
condes和Day, 2019).

过去, 人类试图通过以单一宿主和单一寄生虫之

间相互作用的方式来理解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然而,
越来越多的情况表明, 新发感染性疾病往往会嵌入多

个宿主及多个载体相互作用的复杂网络中, 这就意味

着传统的一对一的生物医学方法或许并不能有效解决

新发疾病的发生(Johnson等, 2015). 需要注意的是, 人
类对病毒等微生物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 Anthony等
(2013)研究认为, 在自然界中存在超过32万种能够导

致哺乳动物感染的病毒, 其中约有超过200种病毒能

够感染人类(Woolhouse等, 2012). 然而, 由于缺乏快

速、准确、可靠的检测和诊断技术, 目前只能对有限

的已知病原体进行检测和诊断, 这部分仅占整个病毒

实体的0.07%(Kiselev等, 2020).
在自然界究竟存在多少种病毒, 以何种方式存在,

通过何种途径传播, 是否会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 这些

科学问题都亟待解决. 因此, 需要对环境中包括病毒在

内的病原微生物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 包括其种类、

宿主、基因组、谱系、变异规律、分布特征等, 不断

建立完善病毒资源数据库、自然疫源性病毒综合应用

数据库、人畜共患病毒数据库等数据库资源. 在此基

础上, 未来或许可以采用包括机器学习在内的高效的

数学算法, 将一种未知病毒的基因组与所有可用的病

毒基因组进行比较, 并预测其所有可能的特征, 包括

其致病潜力(Kiselev等, 2020), 为应对未知的人类重大

传染病疫情提供科技支撑.
另外, 鸟类及其他长距离迁徙动物对病毒的传播

也不容忽视. 例如, 研究发现(Altizer等, 2013), 携带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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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的鸟类可能通过迁徙行为导致病毒的长距离

传播, 甚至洲际传播. 除此之外, 流域性的动物迁徙可

能导致的病毒传播也值得关注. 这也为研究新冠病毒

的环境传播途径提供了新的思路, 同时也为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
人类需要用更加包容和宏观的视角看待人类健康

与疾病发生. 人类的健康与地球生态系统和动物的健

康密切相关, 人类不能够也不可能独立于地球生态系

统之外独善其身, 需要基于一体化健康的理念, 采用

协作的、多部门、跨学科的方法, 从地方、区域、国

家和全球多个层面重新评估人和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关

系. 通过减少人类活动干扰保护野生动物多样性, 也有

助于降低未来人畜共患病出现的可能性, 从而实现保

护人类的健康和福祉(Jones等, 2008).

2.3 环境介质能否成为病毒传播的媒介?

如前所述, 病毒作为一种特殊的纳米颗粒或物质

参与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各种生态过程. 在病毒

的各种传播和迁移途径中, 环境介质(水、气、土、物

体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环境多介质中病毒转移与交

互影响的机理机制研究已成为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前

沿和热点(Bofill-Mas和Girones, 2003; 吴丰昌, 2020;
Yao等, 2020; Yeo等, 2020). 近期多项研究证实: 新冠

病毒能够通过多种环境介质进行传播. 例如, 气溶胶传

播、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已被证实是新冠病毒的传播

途径. Ma等(2021)收集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呼出气冷凝

液, 利用RT-PCR发现早期新冠患者通过呼吸排放大量

新冠病毒, 每小时排放高达几百万个. 除通过气溶胶传

播途径外, 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多种病毒能够在环境

水体(王珺瑜等, 2020)、污水(Wigginton等, 2015)、地

下水(李瑞等, 2020)、新冠肺炎患者病房的地板(Ong
等, 2020)环境介质中存活, 进而可能会造成人类感染,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 多国研究人员在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中检测

到新冠病毒, 这一发现为监测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一

种全新的思路(Michael-Kordatou等, 2020). 作为一种

传染性病毒, 人类从感染新冠病毒到出现症状需要一

定的时间周期, 甚至还存在无症状感染者, 给疫情防

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为了监测新冠肺炎流行情况,
国内外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监测, 包括临床监测、重点

人群筛查、症状监测、血清抗体监测以及分子流行病

学监测等, 以废水监测为代表的水环境监测可以作为

新冠肺炎监测的重要补充. 通过污水流行病学监测可

以快速检测发现新冠病毒, 其预警时间比发现感染者

早3~7天, 可以为疫情防控赢得宝贵的时间.
荷兰早在2020年2月初就开始监测废水处理厂污

水样本中的新冠病毒核酸. 随着病例的出现,污水样本

中病毒核酸检出从无到有, 最近一次检出早于当地病

例出现前3日. 目前已有超过300座废水处理厂将日常

污水监测纳入国家新冠肺炎疫情监测. 澳大利亚等国

也在积极开展污水流行病学监测, 为疫情防控提供支

撑. 当前, 中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 污水流行病

学监测有助于及时、快速、准确地发现疫情苗头, 特

别是在医院、隔离区等重点场所. 因此, 建议中国将

污水流行病学监测纳入常态化防控措施.
与其他环境介质相比, 土壤也是一个病毒贮存库,

在病毒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Yoshimoto等 ,
2012; 王光华, 2017). 土壤中包括病毒在内的各种病原

体也有可能造成动物甚至人类感染, 导致严重的传染

病疫情(吴颐杭等, 2020). 土壤环境中休眠着大量未知

的致病细菌和病毒, 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促进上述微生

物的活化和释放, 其中部分更可直接感染人畜, 具备

引发疾病大流行的潜力. 例如, 炭疽杆菌以内生孢子

的形式隐藏于土壤中, 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可被人类或

动物吸入, 导致其感染炭疽(Qian等, 2021). 一项关于

MERS病毒的研究表明, 人类可能通过接触被蝙蝠粪

便污染的土壤而感染MERS病毒(Kupferschmidt ,
2013). 甲型肝炎在土壤中能够存活较长时间, 研究发

现(Parashar等, 2011), 在37℃条件下, 甲型肝炎病毒可

在土壤中存活13周, 在印度萨姆河附近采集的403个土

壤样品中, 19.1%的土壤样品中检出甲型肝炎病毒, 人
类有可能通过接触这些被病毒污染的土壤而感染.

目前, 有关新冠病毒的溯源及传播的研究仍在继

续, 不排除动物或人类通过接被新冠病毒污染的土壤

而导致感染的可能性(Steffan等, 2020). 此外, 除了直

接暴露于被病毒污染的土壤之外, 土壤中存储的病毒

还可能通过地表径流或渗透污染地下水造成更广泛的

传播. 土壤中的病毒、病原体及微生物对于生态系统

健康、人类健康甚至星球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需要引起重视并予以更多的关注(Zhu等, 2019).
除了上述环境介质外, 研究人员还在多种物体表

面检测到新冠病毒, 并对其存活时间和影响因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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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 . Doremalen等 (2020)研究发现 , 在温度

21~23℃、相对湿度为65%的条件下, 新冠病毒在气溶

胶中仅能存活3h, 而在低温(21~23℃)、低湿(40%)条
件下, 新冠病毒在铜、纸板、不锈钢和塑料表面分别

存活8、24、48和72h.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多地在

多种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检测到新冠病毒, 引起国家

高度重视. 事实上, 除新冠病毒之外的其他多种病毒

均能够在物体表面存活一定时间, 需要在制定防控措

施中加以考虑(杨书慧等, 2020).
2020年11月8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

《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 该方案

适用于进口冷链食品的装载运输工具、产品内外包装

的消毒. 要求在做好进口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检测工作

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消毒对新冠病毒的杀灭作用, 有

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输入风险. 另

外, 还出现过由于接触被新冠病毒污染的集装箱而导

致人体感染的事件. 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 人们对新

冠病毒的传播方式和规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中国的

防控策略也从“防人”转变为“人、物同防”. 随着研究

的不断深入, 未来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防控策略也会

进一步完善.

2.4 如何有效化解疫情产生的次生环境风险?

如前所述, 病毒与环境介质之间存在复杂交互作

用关系, 环境介质既是病毒传播的重要载体, 又是疫

情防控产生次生环境风险和生态损伤的主要受体. 建

立疫情防控和次生环境风险协同控制体系, 对于实现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疫情防控和环境安全保障, 健全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国家应对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能力等, 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吴丰

昌, 2020).
(1) 医疗废物可能会导致病毒二次传播风险. 疫情

期间的医疗废物处置不当也有可能带来潜在的次生风

险,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1月21日生态环境部

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

物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 随后又发布《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管理与技术指南

(试行)》, 指导各地安全、规范地处理医疗废物. 为了

有效阻击新冠肺炎通过医疗垃圾收集、转运阶段的风

险, 避免由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次生灾害以及医疗垃

圾造成的二次污染, 保证医疗废物全部规范收集并集

中统一处理, 地方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分别出台医疗废

物相关管理方案, 有效阻断了新冠病毒经医疗废物传

播的途径. 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

次生风险的途径与评估方法研究不足、医疗废物收集

设施缺乏环境生物安全控制标准、基层人员对医疗废

物管理知识的认知不足、医疗废物应急管理体系不完

善等(罗兰等, 2020).
(2) 大量消毒剂进入生态环境会产生严重的次生

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由于居民存在过度消毒需

求(李晓宁等, 2020), 各种消毒剂被大量使用, 消毒剂

进入土壤、水体等环境介质中必然会对生态环境系统

造成潜在的影响(朱红霞等, 2020). 为科学指导公众正

确使用消毒剂, 充分发挥消毒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中的有效作用, 2020年2月1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了《消毒剂使用指南》, 明确提出“不宜对室外环境开

展大规模的消毒”. 然而, 依然有大量消毒剂进入环境

介质. 以水环境为例, 疫情期间, 次氯酸钠等含氯消毒

剂在全国范围内大量使用甚至过量使用, 余氯必然会

进入环境水体, 进而生成多种具有毒性(神经毒性、细

胞毒性、基因毒性等)的副产物, 造成长期潜在的次生

风险. 另外, 余氯还会导致具有硝化作用的微生物的缺

失, 影响自然水体氮循环过程, 降低水体自净能力, 对
水生环境和水生生物造成危害(楚文海等, 2020; 张瑜

等, 2020).
2020年1月31日, 生态环境部出台了《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监测方案》, 要求“疫情防控

期间, 在饮用水水源地常规监测的基础上, 增加余氯和

生物毒性等疫情防控特征指标的监测, 发现异常情况

要及时采取措施, 保障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目前, 已

有学者对疫情防控期间污水处理厂强化消毒下的水环

境次生风险开展了实证研究, 建议对重点疫区水环境

和污水处理厂受纳水体中的微生物和消毒副产物开展

监测评估, 防止水生态损伤.
目前, 对于疫情防治过程中和事件后的次生风险

研究仍非常有限, 特别是对土壤等环境介质中消毒副

产物的种类、浓度、迁移转化、生态毒性等研究鲜见

报道. 对于次生风险的其影响程度、范围、作用机制

等目前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亟需开展抗疫化学品

在污水处理、空气净化、垃圾无害化、环境消毒等条

件下毒害副产物的阻控机制与最佳使用方法研究, 做

到病毒安全灭活和次生环境风险阻断的协同调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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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有效、经济、安全的防控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3 建议

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对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影响. 面对疫情, 我们要坚持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面对自然,要保持敬畏之心,寻求人

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要解决当前和未来人类可能面

临的疫情危机, 除了开展疫苗和药物研发外, 也迫切

需要从地球系统科学和环境与健康一体防控的维度和

尺度去寻找科学、有效、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吴丰昌,
2020).

(1) 开展多学科交叉的联合攻关研究. 通过多学科

交叉, 充分考虑气候、地理、地质、生态、环境等自

然因素及社会经济等多要素的高度融通, 在研究过程

中充分发挥环境学、生态学、生物学、化学、植物

学、动物学等各学科优势, 对现象、机理、过程进行

一体化深入研究, 解决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生态

系统演变对新冠病毒及相关病毒产生及变异的影响机

制等关键科学问题, 服务于国家乃至全球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 这其中, 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地球科学和环

境科学的重要作用, 从地球系统的形成与演化视角出

发, 运用地球科学与环境科学的方法论, 有助于及时

发现并预警可能出现的病毒及其导致的疫情, 从而改

变人类应对和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方式, 由“被动

应对”转向“主动防御”, 筑起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第一道防火墙.
(2) 深入开展环境介质中的病毒识别与传播规律

研究. 为有效应对新冠病毒的环境传播, 需要深入开

展气、水、土、垃圾等多种环境介质中新冠病毒的快

速、精准检测方法研究, 研发新冠病毒存活能力定量

识别技术. 探明新冠病毒通过单一介质、跨介质和多

介质传播通道、活性变化和交互作用机理, 明确环境

温度、湿度、介质物化与生物性质等关键因素对新冠

病毒存活能力与传播通量的影响机理.
(3) 逐步建立健全针对人类重大疫情的环境应急

响应管理机制. 重大疫情下的环境应急管理是现代环

境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 要抓紧补齐这块短板. 将重

大疫情的环境应急管理纳入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

环境应急管理提供法理依据. 进一步强化与卫生部门

的联动机制, 围绕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环境应急管理,

加强环境应急基础能力建设, 提升环境应急队伍的能

力水平, 将生物性指标监测纳入环境日常及应急监测

范畴, 开发相关的仪器设备, 充分发挥环境监测在公

共卫生应急事件应对与监控预警中的作用.
(4) 开展重大疫情的生态环境次生风险综合评估

及其防控策略研究. 深入开展重大疫情下药品和化学

品导致环境次生风险和生态损伤的过程机制研究, 探

明典型药品、化学品及其次生产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

的浓度水平及迁移转化规律, 提出重大疫情中抗疫药

品及化学品使用的优化剂量及调控方法. 针对新冠肺

炎疫情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疫情, 亟需构建涵盖病

毒/抗疫化学品、多介质/多途径传播、环境污染和生

态损伤等要素的多尺度系统风险评估方法, 开发重大

疫情的环境次生风险累积、暴发和阻控的预测模型,
构建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重大疫情环境安

全保障与次生风险调控策略, 服务于国家疫情防控

工作.
(5) 发挥环境科学综合优势, 完善建设国家公共卫

生应急体系. 在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

中应考虑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 并进行全过程(事
前、事中和事后)管理. 事前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加

强生物性污染的常规调查, 开发环境介质中病毒与病

原体的监测技术方法和设备, 完善早期预警系统; 事

中要加强病毒存活与传播行为研究, 防范次生环境风

险, 评估环境中病毒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事后要预防

疫情再次暴发,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 实

现可持续发展. 环境科学研究在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

监控预警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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